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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當然沒錯。目標設定理論是最

受到支持的激勵理論之一。不斷有研究顯示

目標的好處。想要通過考試、塑身減重、確

保工作收入穩定，或提升高爾夫球技嗎？如

果你想要成為高績效者，只需設定一具體、

困難的目標，然後讓其自然發揮功效。這個

目標將吸引你的注意力，讓你更加專注與 

努力。

我們經常聽人說「盡力就好」，還有什麼

比這句話更含糊不清的？「盡力就好」究竟

是什麼意思？也許你會覺得某天的「盡力」

是考試得到 50分，而另一天的「盡力」

是得到 80分。但如果你有難度較高的目標

（例如考 95分），而且你承諾要達成這個目

標，最終一定會有更好的表現。

目標設定理論最知名的研究學者 Edwin 

Locke及 Gary Latham下了最簡單易懂的註

解：「目標設定的效果非常可靠。」簡言之，

目標設定理論是組織心理學中，最令人信服

且實用的動機理論。

當然，很多研究證實了目標設定的好

處，但卻也忽略了經常造成的傷害。第一，

你有多少次設定了「偉大」的目標，但只看

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目標會造成追逐

的焦慮和擔憂，同時也經常創造不切實際的

期待。試想，設定目標要在一定期間內升

遷（具體而困難的目標）的人，最後卻因為

經濟衰退而遭遣散；或者，憧憬退休後得享

清福的人，最後為了收支平衡被迫接受兼職

工作或延後退休。當出現太多無法掌控的因

素時，我們困難的目標就變成不可能的目

標了。

另外，請思考一下：目標可能導致

不道德的行為以及績效不彰。過去幾年你

聽到過多少次，老師為達教學標準而「捏

造」學生考試成績？另一個負面誘因的例子

是：美式足球紐約噴射機隊職業四分衛 Ken 

O’Brien，每次拋傳被抄截總會受罰，所以乾

脆就再也不傳球了—如此輕輕鬆鬆便達到

降低被抄截次數的目標。

除了這些軼事證據之外，研究也將目

標設定與作弊造假視為直接關聯。我們在盲

目接受具體而困難的目標之前，應該注意

Maurice E. Schweitzer教授的警告—「目

標設定猶如服用特效藥（可能救命、亦可能

傷身，應當適切而謹慎）。」

正面 反面

目標會引領你成就理想觀點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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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　

組織公平任務

將全班分為每 3或 4人一組。

7-01　 每一個人回想一件自己 (1)特別受到公平待遇，以及 (2)特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例，最

好是與工作情境相關，但若無關也無妨。這些事例有哪些共同之處？

7-02　 請花幾分鐘時間討論，該情境在本質上是否偏屬分配、程序、資訊還是人際公平的問

題。公平／不公平待遇的來源是什麼？你當時有什麼感覺？如何因應？

7-03　 每組應擬出一套建議，以比較公平的方式處理不公平的情境。請選出一位組長，負責摘

要總結不公平的事例，以及該組對於更好處理方法的建議。討論應能反映本章討論過的

四種（分配、程序、資訊及人際）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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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讓員工在家工作的政策已經愈來

愈普遍，但電子通勤只會傷害公司和雇主。

當然，員工會說，如果組織允許其彈性選擇

在自己喜歡的任何地點工作，他們就會更快

樂，但誰不喜歡穿著睡衣在家消磨時間，然

後假裝在工作？我知道很多同事邊眨眼邊說

道，他們其他時間都正準備要「在家工作」。

不過誰又知道他們有沒有真的在做正事？

更大的問題是，員工之間缺乏面對面的

互動。研究顯示，偉大的構想出自相互依賴

而非獨立自處。最有創意的構想往往來自於

茶水間或點心時間的非正式互動。如果把這

些非正式互動機會拿掉，無異扼殺了組織的

創意潛力。

信任感是另一個問題。你會信任從未謀

面的人嗎？看來是不會！同樣的，面對面互

動可以讓彼此更快建立信任關係，一來培養

和諧的社交互動，二來促進公司整體更好的

績效表現。

除了對資方或公司有著許多好處之外，

待在辦公室也是對員工比較有利的。所謂

「離久情疏」，老闆見不著你，心裡自然就不

會有你！想要加薪或升官 ?倘若主管連你是

誰都不記得甚至不知道，一切都免談。

因此下回請三思，「在家工作」表示，要

嘛就是想提早離職，要嘛根本不用再來了。

拜託！別再誇大上班露臉的重要性了。

如果所有管理者所做的，都只是為了那些在

辦公室混得最久的員工，那肯定不是什麼好

主管。那些自吹每週為辦公室付出 80小時

（確定週末也在加班）的員工，可不一定是表

現最好的員工。進辦公室和有效率根本是兩

碼子事。

此外，對於採行電子通勤的員工和雇

主而言，還有各式各樣講不完的好處。像

是，在家工作就一直被視為是公司提供的一

種誘人特殊待遇。對許多從事兩份工作的人

來說，某些日子在家工作的彈性，可以讓他

們在工作及家庭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這意

謂著可以在徵才和留才方面，取得更大的優

勢。換句話說，如果提供在家工作的彈性，

就可以得到並留住更優秀的員工。

同時，研究顯示，員工在家工作時的生

產力只會更高，不會更低。這個結果並不僅

限於美國。例如，一項研究發現，中國在家

工作的客服中心話務人員就比他們「露臉」

的同儕績效高出 13%。

你會說舉世一些驚人的構想全源自人

的互動激盪，但我可要提醒，別忘了職場最

令人分心的莫過於辦公室裡那群愛八卦的同

事。因此，雖然我也同意偶爾「露臉」會有

幫助，但電子通勤絕對是利遠大於弊。

正面 反面

「露臉」很重要觀點交鋒

資料來源： J. Surowiecki, “Face Time,” The New Yorker, March 18, 2013, www.newyorker.com; and L. Taskin and F. Bridoux, 
“Telework: A Challenge to Knowledge Transfer in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1, 
no. 13 (2010): 2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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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　

職業和工作特性模式

請將全班每 3∼ 5人分為一組。

8-01　 小組共同考量五種工作特性（技能多樣性、任務完整性、任務重要性、自主性和回饋

性），然後寫出各項特性高的工作（如果你可以想到具高度多重特性的工作，也請記下

來）。你認為你所認定的工作薪資高還是低？為什麼？

8-02　 接下來寫出各項特性低的工作（如果你可以想到具低度多重特性的工作，也請記下來）。

你認為你所認定的工作薪資高還是低？為什麼？

8-03　 請針對你認定工作特性低的工作，推想出一些提高該特性的策略。你的建議務必具體明

確；請全班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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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團體當道。企業打倒隔牆，想要

創造更開放及「合作」的環境，大學生不斷

在進行團體專案，連小小年紀的孩童也都熱

衷小團體學習。

我也知道團體為什麼風靡一時。因為有

人說，孤掌難鳴，工作變得愈來愈複雜，單

靠個人難以獨力完成。團體善於腦力激盪，

有助為複雜問題找到創意解方。團體也可以

產生較高的承諾和滿足感—只要團體成員

發展出凝聚感並且相互信任。

但是，相對於每一個找到創意解方的

團體，我都可以舉出兩倍的個人例證，這些

人憑藉單獨工作，就得出更棒的方案。譬如

歷史上知名的創意天才達文西、牛頓和畢卡

索，或是當代和賈伯斯合夥創立蘋果電腦的

Steve Wozniak等，他們都是內向的人，喜

歡獨自埋頭苦幹。根據Wozniak所說：「我

要給你一個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的建議，那就

是：單獨工作⋯⋯不要透過委員會，也不要

透過團隊。」

除了許多有趣的證據，研究也顯示出，

團體會扼殺創造力。某研究發現，電腦程式

設計師在提供隱私保護以免於遭受干擾的公

司中，表現會優於在強迫員工凡事公開透明

及協同合作的公司。或者，請思考一下組織

心理學家 Adrian Furnham的研究結論：「企

業人一定是瘋了，才會想要利用腦力激盪團

體。」人在團體中會變得懶散，而且害怕說出

可能會讓自己感覺很蠢的構想。但這些問題

在單獨工作的時候都不存在。

因此，請牢記畢卡索的一句名言：「沒有

歷經極度的孤獨，就成就不了偉大的作品。」

我同意，有時候團體可能扼殺創意，但

如果在適當的條件下，團體就比個人更有可

能想出創意十足的解決問題之道。利用各種

策略，例如名義團體技術、腦力激盪術，以

及確保在提出所有意見之前，每個人都不可

妄加評論別人的構想等，這些都是建立創意

團體的好方法。

事實是，現代的問題太複雜了，不可能

由單一個人有效完成。以美國國家航空暨太

空總署發射漫遊者 (Rovers)進行火星探測為

例，試想像這樣在火星漫遊並蒐集資訊的成

就，一個人怎可能辦得到？勢必需要整個團

體才能達成。而 Steve Wozniak與賈伯斯的

合作，正是讓蘋果發展成一家公司的關鍵。

再者，試問，光憑個人有辦法組裝出一輛汽

車嗎？

此外，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是由學術團

體，而非個人所完成的。甚至，如果你觀察

近年來諾貝爾獎在經濟、物理和化學等領域

的得主就會發現，絕大部分都是共同研究的

學者。

因此，要談創意（誰不想啊？），三個臭

皮匠，肯定勝過一個諸葛亮！

正面 反面

單獨工作創意多觀點交鋒

資料來源： S. Cain, “The Rise of the New Groupthink,”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12, 1, 6; and C. Faure, “Beyond 
Brainstorm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Group Procedures on Selection of Idea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ces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38 (2004):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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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

荒野求生：加入團體還是單獨行動？

你是健行隊的一員，第一天抵達營地之後，你決定趁太陽下山前獨自健行，愉快地走過幾

哩後欲返回營地，卻在回程中迷路了，你大聲求救，但天不應地不靈。此時天全黑了，還愈來

愈冷！

你的任務

在你無法和營隊其他人取得聯繫的情況下，請根據下列情節選擇最佳答案。把你的答案依

序寫在紙上，你有 10分鐘回答下列 10道問題。

9-01　 當下第一件事，你決定生火，但是沒有火柴，所以你打算採用弓式鑽木取火法 (bow-and-

drill method)。什麼是弓式鑽木取火法？

　　　a. 乾燥的軟柴枝接觸彈性生木後，以雙手摩擦

　　　b. 青嫩軟柴枝接觸硬木後，以雙手摩擦

　　　c. 筆直的木枝接觸死樹幹後，快速來回摩擦

　　　d. 兩根枝條（一個當弓，一個當鑽）相互拉動旋轉摩擦，以期冒出火花 

9-02　 終於，你點著火了，你把火當成災難求救信號，國際上都怎麼做？

　　　a. 兩堆火

　　　b. 方形四個角各一堆火

　　　c. 十字型的四堆火

　　　d. 三堆火在一直線上

9-03　 你非常口渴，走到附近溪流以背包中的小金屬杯取水，取回的水應該煮沸多久？

　　　a. 15分鐘

　　　b. 幾秒即可

　　　c. 1分鐘

　　　d. 視海拔高度而定

9-04　 你非常飢餓，決定找些可食用的野莓果來吃，你要如何測試才知道它們可以吃？

　　　a. 擱置 2小時再試吃

　　　b. 吃的時候如果嘴唇有灼痛感，再將其放入舌下 15分鐘來確認

　　　c.  先吃一點，吃後 2小時若沒發生什麼不良反應，再吃半杯份量，並同樣再等 2小時

看看

　　　d. 把野莓果扯開分離，只吃主要部位，一次吃一個

9-05　 接下來，你決定蓋個遮蔽處過夜，在地點選擇上你不需考慮什麼？

　　　a. 有遮蔽處必須用到的材料

　　　b. 沒有昆蟲、爬蟲和有毒植物

　　　c. 必須夠大夠平坦，讓你能舒服地躺下

　　　d. 最好在山丘上，以利向救援人員發出信號；並可環顧周遭，以便隨時保持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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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在遮蔽處裡，你注意到有一隻蜘蛛。你曾聽同伴說，這個山區有黑寡婦蜘蛛出沒，你如

何確認眼前看到的就是黑寡婦蜘蛛？

　　　a. 牠的頭和腹部呈現黑色，胸部是紅色

　　　b. 牠會往光源處靠近

　　　c. 牠會遠離光源

　　　d. 如果是雌蜘蛛，身體會呈黑色而腹部有紅或橘色類似沙漏的標記

9-07　 小睡之後，你留意到夜晚的天空很清澈，決定試著找回營地的路。你認為可以沿著北極

星的指引往北走。你怎麼找出北極星？

　　　a. 將右手盡量舉高，從食指和中指指縫間看出去

　　　b. 找到天狼星，再仰望 60度角往右看

　　　c. 找北斗七星，然後沿著勺柄盡頭搜尋

　　　d. 順著獵戶座腰帶直線找

9-08　 你打算橫越激流，最好的方法是？

　　　a. 順流而下，找水勢較為平緩的沙洲處渡河

　　　b. 搭一座便橋

　　　c. 找水淺有岩石處，手腳並用過河

　　　d. 找即將進入河道的平靜水面渡河

9-09　 大約走了 1小時，你感覺好像有幾隻蜘蛛爬進衣服裡。雖不覺得痛，但你知道有些蜘蛛

咬人是不痛的。哪些蜘蛛咬人不痛？

　　　a. 黑寡婦 (black widow)

　　　b. 棕色遁蛛 (brown recluse)

　　　c. 狼蜘蛛 (wolf spider)

　　　d. 盲蜘蛛（長腳蜘蛛）(harvestman, daddy longlegs)

9-10　 你決定吃昆蟲果腹，哪些昆蟲不可以吃？

　　　a. 會螫人或咬人的成蟲

　　　b. 氣味辛辣的毛蟲或昆蟲

　　　c. 色彩鮮豔或多毛的毛蟲

　　　d. 以上皆是

團體任務

接下來，5或 6人成一組，以達成共識的方法回答每一個問題。之後，再將團體答案與個人

答案並列。

計算分數

老師會提供你正確答案（對應各種情境下的專家判斷），請你計算 (A)個人分數；(B)團體分

數；(C)團體中平均的個人分數；(D)團體中最佳的個人分數。寫下各項分數並確認計算無誤。

問題

9-11　團體分數 (B)相較於你的個人分數 (A)有何差別？

9-12　團體分數 (B)相較於團體中平均的個人分數 (C)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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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團體分數 (B)相較於團體中最佳的個人分數 (D)有何差別？

9-14　比較你與其他組的答案。哪些組的個人分數優於其他組？

9-15　這些結果在關於團體決策效能方面給你什麼啟示？

9-16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團體在制定團體決策時更有效能？

9-17　什麼情況下可能導致一個團體在整體績效上不如其最佳的個人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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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有高績效團隊，讓成員都

喜歡他們的隊友和工作，這裡有個簡單的辦

法：藉由管理的方式來解開綑住他們的束

縛，並讓他們自行做決定。換句話說，就是

賦予他們權力。這個趨勢由來已久，當時各

組織就已經體認到，建立官僚層級不僅扼殺

創新、減緩進步，而且只會給一心想完成工

作的人套上重重的緊箍咒。

你可以用兩種方法賦予團隊權力：一種

是結構式方法，將決策權從管理者移轉至團

隊成員，並提供團隊正式的權力以擬定他們

自己的策略；另一種是心理方法，透過強化

團隊成員的信心，讓他們相信自己擁有更多

的職權，即使實權仍由組織領導者掌握。結

構式賦權可以提高心理賦權的感受，對於團

隊（及組織）而言，可說是兩全其美。

研究指出，接受賦權的團隊可以在多方

面獲益。成員會受到更大的激勵、對團隊及

組織展現更高的承諾，且有更好的績效。賦

權相當於對團隊送出一個訊號，讓團隊知道

自己受到信任，且不必由高階領導持續進行

微管理。而當團隊可以自由做決定時，便會

願意接受更多責任，也願意承擔（不管是好

是壞的）結果。

當然，這種責任也代表，接受賦權的

團隊必須主動促進自己持續學習和發展，而

取得授權的團隊則應自訂目標。因此，幫幫

忙，為了你自己（及你的公司），請確保由團

隊（而非沒必要的中階管理層）來負責做重

要決定吧！ 

在特定狀況下，賦權的確會有所助益，

但絕非萬靈丹。

是的，過去數十年來，組織已逐漸扁平

化，使得較低階層員工可以參與決策權。但

要知道，許多團隊得到「賦權」純粹只是因

為管理階層被精簡化了，以致沒有人可以做

重要的裁定。因此，賦權只是一個藉口，強

迫團隊承擔更多責任，卻沒有配搭增加有形

的福利，例如薪資。

此外，組織領導階層對於希望其團隊

（及個別員工）做什麼，早有完整的構想。

如果管理者任由團隊自己做決定，其結果與

管理者心中所期許者相符的可能性有多少

呢？即使管理者對團隊提出建議，被賦權的

團隊也可能輕易忽略該項建議。而關於追求

的目標以及追求目標的方法等，反倒是團隊

需要接受引導與指教的，這才是所謂的有效

領導。

當決策權分散於團隊成員時，每位成員

的角色會變得模糊不清，也少了可諮詢的領

導者。最後，當團隊進行自我管理時，會變

得各行其事，而與組織其他單位和整體使命

脫節。簡單的交出職權並不能保證取得職權

者能有效利用權力。因此，請將決策權保留

在擔任領導角色的人手中。畢竟，他們身為

領導者，一定有其原因，而他們也最能指引

團隊保持專注，展現最好的績效，以擴大組

織成果。

正面 反面

充分利用團隊，並賦予其權力觀點交鋒

資料來源： S. I. Tannenbaum, J. Mathieu, E. Salas, and D. Cohen, “Teams Are Changing: A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volving 
Fast Enough?”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5 (2012): 2–24; and R. Ashkenas, “How to Empower Your Team for 
Non-Negotiable Results,” Forbes, April 24, 2013, downloaded June 10, 2013, from www.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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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

組成「完美」團隊

每 4∼ 5人分成一組。假設你任職的公司主要業務是重新設計並改善既有產品，從電腦鍵

盤、腳踏車安全帽到牙刷應有盡有。因此，創意是貴公司能否成功發展出具市場性產品的關鍵

因素。

你需要甄選 5人成立一個新的團隊，而你有 20名人選。針對每一個人，你有下列特質的相

關資訊：智力、工作經驗、勤勉盡責性、親和性、神經質、對經驗的開放性以及外向性。

請以團隊回答下列問題：

10-01　 如果你能夠在上述情境中成立你的完美團隊，這個團隊看起來會像什麼？換句話說，針

對 5名隊員中的每一位成員，你會選擇哪些特性（工作經驗豐富還是很少；勤勉盡責性

高、中還是低；以及其他特質）？為什麼？

10-02　 如果需要團隊做出快速但不一定最有創意的決定，你的選擇會有什麼改變？為什麼？

10-03　 每位組員描述其理想的團隊隊員—在此情境中你最喜歡一起共事的假想對象（請利用

問題 10-01中的相同指標），並比較組員們的答案。每個人的理想隊員是否都有相同的

特質嗎？還是不同？如果可以，你會不會完全以你的理想人選組成團隊？為什麼？

本章附註

	 1.	R. Karlgaard, “Think (Really!) Small,” Forbes, April 13, 
2015, 32.

	 2.	 J. C. Gorman, “Team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s: Two 
Central Issu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no. 5 (2014): 355–60.

	 3.	 Ibid.
	 4.	 J. Mathieu, M. T. Maynard, T. Rapp, and L. Gilson, 

“Team Effectiveness 1997–2007: A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ments and a Glimpse in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 no. 3 (2008): 410–76.

	 5.	See, for example, A. Erez, J. A. LePine, and H. Elms, 
“Effects of Rotated Leadership and Peer Evaluation on the 
Functioning and Effectiveness of Self-Managed Teams: A 
Quasi-experiment,” Personnel Psychology (Winter 2002): 
929–48.

	 6.	G. L. Stewart, S. H. Courtright, and M. R. Barrick, “Peer-
Based Control in Self-Managing Teams: Linking Rational 
and Normative Influence with Individual and Group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no. 2 
(2012): 435–47.

	 7.	C. W. Langfred, “The Downside of Self-Manag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Conflict on Trust, 
Autonomy, and Task Interdependence in Self-Managing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no. 4 
(2007): 885–900.

	 8.	B. H. Bradley, B. E. Postlethwaite, A. C. Klotz, M. 
R. Hamdani, and K. G. Brown,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Task Conflict in Teams: The Critical Role of Team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no. 1 (2012): 151–58.

	 9.	 J. Devaro, “The Effects of Self-Managed and Closely 
Managed Teams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 
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Cross-Section of 
Establishments,” Industrial Relations 47, no. 4 (2008): 
659–98.

	10.	A. Shah, “Starbucks Strives for Instant Gratification with 
Via Launch,” PRWeek (December 2009): 15.

	11.	F. Aime, S. Humphrey, D. S. DeRue, and J. B. Paul, 
“The Riddle of Heterarchy: Power Transitions in Cross-
Functional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no. 2 (2014): 327–52.

	12.	B. Freyer and T. A. Stewart, “Cisco Sees the Futur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2008): 73–79.

	13.	See, for example, L. L. Martins, L. L. Gilson, and M. 
T. Maynard, “Virtual Teams: What Do We K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November 2004): 805–35; and B. Leonard, “Managing 
Virtual Teams,” HRMagazine, June 2011, 39–42.

	14.	 J. E. Hoch and S. W. J. Kozlowski, “Leading Virtual 
Teams: Hierarchical Leadership, Structural Supports, and 

10  了解工作團隊 3

CH10-1.indd   3 2018/5/14   下午 01:22:34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Shared Team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3 (2014): 390–403.

	15.	A. Malhotra, A. Majchrzak, and B. Rosen, “Leading 
Virtual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February 2007): 60–70; and J. M. Wilson, S. S. Straus, 
and B. McEvily, “All in Du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 i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Tea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 (2006): 16–33.

	16.	P. Balkundi and D. A. Harrison, “Ties, Leaders, and Time 
in Teams: Strong Inference about Network Structure’s 
Effects on Team Vi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1 (2006): 49–68; G. 
Chen, B. L. Kirkman, R. Kanfer, D. Allen, and B. Rosen, 
“A Multilevel Study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and 
Performance i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2 (2007): 331–46; L. A. DeChurch and M. A. 
Marks, “Leadership in Multiteam Syste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2 (2006): 311–29; A. 
Srivastava, K. M. Bartol, and E. A. Locke, “Empowering 
Leadership in Management Teams: Effects on Knowledge 
Sharing, 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6 (2006): 1239–51; and J. E. 
Mathieu, K. K. Gilson, and T. M. Ruddy, “Empowerment 
and Team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1 (2006): 97–108.

	17.	R. B. Davison, J. R. Hollenbeck, C. M. Barnes, D. J. 
Sleesman, and D. R. Ilgen, “Coordinated Action in 
Multiteam Syste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no. 4 (2012): 808–24.

	18.	M. M. Luciano, J. E. Mathieu, and T. M. Ruddy, 
“Leading Multiple Teams: Average and Relative External 
Leadership Influences on Team Empower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2 
(2014): 322–31.

	19.	R. Greenwald, “Freelancing Alone—But Togeth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2014, R5.

	20.	V. Gonzalez-Roma and A. Hernandez,  “Climate 
Uniformity: Its Influence on Team Communication 
Quality, Task Conflict, and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6 (2014): 1042–58; C. F. 
Peralta, P. N. Lopes, L. L. Gilson, P. R. Lourenco, and 
L. Pais, “Innovation Processes and Team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Goal Clarity and Commitment,  and 
Team Affective Ton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8, no. 1 (2015): 80–107; L. 
Thompson, Making the Tea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0), 18–33; and J. R. Hackman, Leading 
Teams: Setting the Stage for Great Perform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2).

	21.	See G. L. Stewart and M. R. Barrick, “Team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rateam 
Proc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sk Typ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pril 2000): 135–48.

	22.	Hyatt and Rudd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577.

	23.	P. Balkundi and D. A. Harrison, “Ties, Leaders, and Time 
in Teams: Strong Inference about Network Structure’s 
Effects on Team Vi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1 (2006): 49–68; G. 
Chen, B. L. Kirkman, R. Kanfer, D. Allen, and B. Rosen, 
“A Multilevel Study of Leadership, Empowerment, and 
Performance i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2 (2007): 331–46; L. A. DeChurch and M. A. 
Marks, “Leadership in Multiteam Syste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2 (2006): 311–29; A. 
Srivastava, K. M. Bartol, and E. A. Locke, “Empowering 
Leadership in Management Teams: Effects on Knowledge 
Sharing, 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6 (2006): 1239–51; and J. E. 
Mathieu, K. K. Gilson, and T. M. Ruddy, “Empowerment 
and Team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1 (2006): 97–108.

	24.	K. T. Dirks, “Trust in Leadership and Tea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NCAA Basketbal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December 2000): 1004–12; M. Williams, 
“In  Whom We Trust :  Group Membership  as  an 
Affective Context for Trust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July 2001): 377–96; and J. 
Schaubroeck, S. S. K. Lam, and A. C. Peng, “Cognition-
Based and Affect-Based Trust as Mediators of Leader 
Behavior Influences on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nline First Publication (February 7, 
2011), doi: 10.1037/a0022625.

	25.	B. A. De Jong and K. T. Dirks, “Beyond Shared 
Perceptions of  Trust  and Monitoring in Teams: 
Implications of Asymmetry and Dissensu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no. 2 (2012): 391–406.

	26.	G .  B r o w n ,  C .  C r o s s l e y,  a n d  S .  L .  R o b i n s o n ,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erritorial Behavior, and 
Being Perceived as a Team Contributor: The Critical Role 
of Trust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Personnel Psychology 
67 (2014): 463–85.

	27.	See F. Aime, C. J .  Meyer,  and S. E. Humphrey, 
“Legitimacy of Team Rewards: Analyzing Legitimacy 
as a Condition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m Incentive 
Desig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3, no. 1 (2010): 
60–66; and P. A. Bamberger and R. Levi, “Team-Based 
Reward Allocation Structures and the Helping Behaviors 
of Outcome-Interdependent Team Members,”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4, no. 4 (2009): 300–27; and M. 
J. Pearsall, M. S. Christian, and A. P. J. Ellis, “Motivating 
Interdependent Teams: Individual Rewards, Shared 
Rewards,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no. 1 (2010): 183–91.

	28.	A. Bryant, “Taking Your Skills with You,”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15, 2.

4 PART  3   團體

CH10-1.indd   4 2018/5/14   下午 01:22:34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29.	R. R. Hirschfeld, M. H. Jordan, H. S. Feild, W. F. 
Giles, and A. A. Armenakis, “Becoming Team Players: 
Team Members’ Mastery of Teamwork Knowledge as 
a Predictor of Team Task Proficiency and Observed 
Teamwork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2 (2006): 467–74; and K. R. Randall, C. J. Resick, 
and L. A. DeChurch, “Building Team Adaptive Capacity: 
The Roles of Sensegiving and Team Composi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no. 3 (2011): 525–40.

	30.	H. Moon, J. R. Hollenbeck, and S. E. Humphrey, 
“Asymmetric Adaptability: Dynamic Team Structures 
as One-Way Stree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no. 5 (October 2004): 681–95; A. P. J. Ellis, J. 
R. Hollenbeck, and D. R. Ilgen, “Team Learning: 
Collectively Connecting the Do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no. 5 (October 2003): 821–35; C. L. 
Jackson and J. A. LePine, “Peer Responses to a Team’s 
Weakest Link: A Test and Extension of LePine and Van 
Dyne’s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no. 3 (June 2003): 459–75; and J. A. LePine, “Team 
Adaptation and Postchang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eam 
Composition in Terms of Members’ Cognitive Ability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no. 1 
(February 2003): 27–39.

	31.	C. C. Cogliser, W. L. Gardner, M. B. Gavin, and J. C. 
Broberg,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Leader 
Emergence in Virtual Teams: Relationships with Team 
Trustworthiness, Member Performance Contributions, and 
Team Performance,”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37, no. 6 (2012): 752–84; and “Deep-Level Composition 
Variables as Predictors of Team Performance: A Meta-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3 
(2007): 595–615.

	32.	T. A. O’Neill and N. J. Allen, “Personal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Team Perform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 no. 1 (2011): 31–42.

	33.	S. E. Humphrey, J. R. Hollenbeck, C. J. Meyer, and 
D. R. Ilgen, “Personality Configurations in Self-
Managed Teams: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Effects of 
Maximizing and Minimizing Variance in Trai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1, no. 7 (2011): 1701–32.

	34.	Ellis, Hollenbeck, and Ilgen, “Team Learning”; C. O. L. 
H. Porter, J. R. Hollenbeck, and D. R. Ilgen, “Backing 
Up Behaviors in Team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Ne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no. 3 (June 2003): 391–403; and J. A. Colquitt, J. 
R. Hollenbeck, and D. R. Ilgen, “Computer-Assisted 
Communication and Team Decision-Making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penness to Experi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 no. 2 (April 2002): 
402–10.

	35.	B. H. Bradley, B. E. Postlewaite, and K. G. Brown, 
“Ready to Rumble: How Team Personality Composition 
and Task Conflict Interact to Improv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 no. 2 (2013): 385–92.

	36.	E. Gonzalez-Mule, D. S. DeGeest, B. W. McCormick, 
J. Y. Seong, and K. G. Brown, “Can We Get Some 
Cooperation around He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oup 
Norm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Help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5 (2014): 988–99.

	37.	S. E. Humphrey, F. P. Morgeson, and M. J. Mannor, 
“Developing a Theory of the Strategic Core of Teams: A 
Role Composition Model of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 no. 1 (2009): 48–61.

	38.	C. Margerison and D. McCann, Team Management: 
Practical New Approaches (London: Mercury Books, 
2000).

	39.	A. Joshi,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on the External Networking Behavior of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July 2006): 583–95.

	40.	A. Joshi and H. Roh, “The Role of Context in Work Team 
Diversity Research: A Meta-Analytic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no. 3 (2009): 599–627; S. K. 
Horwitz and I. B. Horwitz, “The Effects of Team Diversity 
on Tea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eam 
Demography,”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 no. 6 (2007): 
987–1015; and S. T. Bell, A. J. Villado, M. A. Lukasik, 
L. Belau, and A. L. Briggs, “Getting Specific about 
Demographic Diversity Variable and Team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 no. 3 (2011): 709–43.

	41.	S .  J .  Sh in  and  J .  Zhou,  “When Is  Educa t iona l 
Specialization Heterogeneity Related to Creativit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6 (2007): 1709–21; and K. J. Klein, A. 
P. Knight, J. C. Ziegert, B. C. Lim, and J. L. Saltz, “When 
Team Members’ Values Diffe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4, no. 1 (2011): 25–36.

	42.	S. J. Shin, T. Kim, J. Lee, and L. Bian, “Cognitive Team 
Diversity and Individual Team Member Creativity: A 
Cross-Level Inter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 no. 1 (2012): 197–212.

	43.	S. Mohammed and L. C. Angell, “Surface- and Deep-
Level  Diversi ty  in  Workgroups: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am Orientation and Team Process 
on Relationship Conflic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December 2004): 1015–39.

	44.	Y. F. Guillaume, D. van Knippenberg, and F.  C. 
Brodebeck, “Nothing Succeeds Like Moderation: A Social 
Self-Regulation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Dissimilarity and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no. 5 
(2014): 1284–308.

	45.	D. Coutu, “Why Teams Don’t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2009): 99–105. The evidence in this 
section is described in Thompson, Making the Team, pp. 
65–67. See also L. A. Curral, R. H. Forrester, and J. F. 
Dawson, “It’s What You Do and the Way That You Do 

10  了解工作團隊 5

CH10-1.indd   5 2018/5/14   下午 01:22:34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It: Team Task, Team Size, and Innovation-Related Group 
Processe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0, no. 2 (June 2001): 187–204; R. C. Liden, 
S. J. Wayne, and R. A. Jaworski, “Social Loafing: A Field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no. 2 (2004): 
285–304.

	46.	R. Karlgaard, “Think (Really!) Small.”
	47.	 Ibid.
	48.	 Ibid.
	49.	“Is Your Team Too Big? Too Small? What’s the Right 

Number? Knowledge@Wharton, June 14, 2006, 1–5; see 
also A. M. Carton and J. N. Cummings, “A Theory of 
Subgroups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 no. 3 (2012): 441–70.

	50.	Hyatt and Rudd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J. 
D. Shaw, M. K. Duffy, and E. M. Stark, “Interdependence 
and Preference for Group Work: Main and Congruence 
Effects on the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Group 
Memb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no. 2 (2000): 
259–79; and S. A. Kiffin-Peterson and J. L. Cordery, 
“Trust, Individualism,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ee Preference for Team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ebruary 
2003): 93–116.

	51.	 J. A. LePine, R. F. Piccolo, C. L. Jackson, J. E. Mathieu, 
and J. R. Saul, “A Meta-Analysis of Teamwork Processes: 
Tests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eam Effectiveness Criteria,” Personnel Psychology 61 
(2008): 273–307.

	52.	 J. F. Dovidio, “Bridging Intra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eding the Twain to Mee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 no. 1 (2013): 1–24; 
and J. Zhou, J. Dovidio, and E. Wang, “How Affectively-
Based and Cognitively-Based Attitudes Drive Intergroup 
Behaviou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ffective-Cognitive 
Consistency,” Plos One 8, no. 11 (2013): article e82150.

	53.	 J. A. LePine, R. F. Piccolo, C. L. Jackson, J. E. Mathieu, 
and J. R. Saul, “A Meta-Analysis of Teamwork Processes: 
Tests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eam Effectiveness Criteria”; and J. E. Mathieu and 
T. L. Rapp,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ccessful Team 
Performance Trajectories: The Roles of Team Charters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 no. 1 (2009): 90–103.

	54.	 J. E. Mathieu and W. Schulze, “The Influence of Team 
Knowledge and Formal Plans on Episodic Team Process–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3 (2006): 605–19.

	55.	A. N. Pieterse, D. van Knippenberg, and W. P. van Ginkel, 
“Diversity in Goal Orientation, Team Reflexivity, and 
Team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4, no. 2 (2011): 153–64.

	56.	A. Gurtner, F. Tschan, N. K. Semmer, and C. Nagele, 
“Getting Groups to Develop Good Strategies: Effects 

of Reflexivity Interventions on Team Process, Team 
Performance, and Shared Mental Model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2 (2007): 
127–42; M. C. Schippers, D. N. Den Hartog, and P. 
L. Koopman, “Reflexivity in Teams: A Measure and 
Correlate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6, no. 2 (2007): 189–211; and C. S. Burke, K. C. Stagl, 
E. Salas, L. Pierce, and D. Kendall, “Understanding Team 
Adapta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6 (2006): 1189–207.

	57.	A. N. Pieterse, D. van Knippenberg, and W. P. van Ginkel, 
“Diversity in Goal Orientation, Team Reflexivity, and 
Team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4, no. 2 (2011): 153–64.

	58.	See R. P. DeShon, S. W. J. Kozlowski, A. M. Schmidt, 
K. R. Milner, and D. Wiechmann, “A Multiple-Goal, 
Multilevel Model of Feedback Effects on the Regulation 
of Individual and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December 2004): 1035–56.

	59.	K. Tasa, S. Taggar, and G. H. Seijt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fficacy in Teams: A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1 (2007): 17–27; D. I. Jung and J. J.  Sosik, 
“Group Potenc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Examining 
Their Predictive Validity, Level of Analysis, and Effects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on Future Group Performance,”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eptember 2003): 
366–91; and R. R. Hirschfeld and J. B. Bernerth, “Mental 
Efficacy and Physical Efficacy at the Team Level: Inputs 
and Outcomes among Newly Formed Actio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no. 6 (2008): 1429–37.

	60.	A. W. Richter, G. Hirst, D. van Knippenberg, and M. 
Baer,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in Team Contexts: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with Team 
Informational Resour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no. 6 (2012): 1282–90.

	61.	N. Ellemers, E. Sleebos, D. Stam, and D. de Gilder, 
“Feeling Included and Valued: How Perceived Respect 
Affects Positive Team Identity and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the Team,”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 (2013): 
21–37.

	62.	T. A. De Vries, F. Walter, G. S. Van Der Vegt, and P. J. 
M. D. Essens, “Antecedents of Individuals’ Interteam 
Coordination: Broad Functional Experiences as a Mixed 
Bless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no. 5 
(2014): 1334–59.

	63.	S. Chang, L. Jia, R. Takeuchi, and Y. Cai, “Do High-
Commitment Work Systems Affect Creativity? A 
Multilevel Combinational Approach to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4 
(2014): 665–80.

	64.	S. Mohammed, L. Ferzandi, and K. Hamilton, “Metaphor 
No More: A 15-Year Review of the Team Mental Model 
Construct,”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 no. 4 (2010): 
876–910.

6 PART  3   團體

CH10-1.indd   6 2018/5/14   下午 01:22:34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65.	A. P. J. Ellis, “System Breakdown: The Role of Mental 
Models and Transactive Memor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ute Stress and Tea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3 (2006): 576–89.

	66.	L. A. DeChurch and J. R. Mesmer-Magnus, “The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of Effective Teamwork: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no. 1 
(2010): 32–53.

	67.	S. W. J. Kozlowski and D. R. Ilgen,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Work Groups and Team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December 2006): 77–124; 
and B. D. Edwards, E. A. Day, W. Arthur Jr., and S. T. 
Bell, “Relationships among Team Ability Composition, 
Team Mental Models, and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3 (2006): 727–36.

	68.	M. Kolbe, G. Grote, M. J. Waller, J. Wacker, B. Grande, 
and D. R. Spahn, “Monitoring and Talking to the Room: 
Autochthonous Coordination Patterns in Team Interac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6 (2014): 1254–67.

	69.	 J. Farh, C. Lee, and C. I. C. Farh, “Task Conflict and 
Team Creativity: A Question of How Much and Whe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 no. 6 (2010): 1173–80.

	70.	K. J. Behfar, R. S. Peterson, E. A. Mannix, and W. M. K. 
Trochim, “The Critical Role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eams: A Close Look at the Links between Conflict Type,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eam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no. 1 (2008): 170–88.

	71.	V. Gonzalez-Roma and A. Hernandez,  “Climate 
Uniformity: Its Influence on Team Communication 
Quality, Task Conflict, and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no. 6 (2014): 1042–58.

	72.	K.  H.  Pr ice ,  D.  A.  Harr i son ,  and  J .  H.  Gavin , 
“Withholding Inputs in Team Contexts: Member 
Composition, Interaction Processes, Evalu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Loaf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no. 6 (2006): 1375–84.

	73.	G. Hertel, U. Konradt, and K. Voss, “Competencies for 
Virtual Teamwork: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Web-Based Selection Tool for Members of Distributed 
Team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5, no. 4 (2006): 477–504.

	74.	T. V. Riper, “The NBA’s Most Overpaid Players,” 
Forbes, April 5,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
tomvanriper/2013/04/05/the-nbas-most-overpaid-players/.

	75.	E. Kearney, D. Gebert, and S. C. Voelpel, “When and 
How Diversity Benefits Teams: The Importance of Team 
Members’ Need for Cogni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no. 3 (2009): 581–98.

	76.	H. M. Guttman, “The New High-Performance Player,” 
The Hollywood Reporter, October 27, 2008, www.
hollywoodreporter.com.

	77.	C.-H. Chuang, S. Chen, and C.-W. Chua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The Role of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May 2013): 678–87; and L. 
Prusak and D. Cohen, “How to 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2001): 86–93.

	78.	T. Erickson and L. Gratton, “What It Means to Work 
Here ,”  BusinessWeek,  January  10,  2008,  www.
businessweek.com.

	79.	M. D. Johnson, J. R. Hollenbeck, S. E. Humphrey, D. R. 
Ilgen, D. Jundt, and C. J. Meyer, “Cutthroat Cooperation: 
Asymmetrical 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Team Reward 
Struc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no. 1 
(2006): 103–19.

	80.	C. E. Naquin and R. O. Tynan, “The Team Halo Effect: 
Why Teams Are Not Blamed for Their Failur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pril 2003): 332–40.

	81.	E. R. Crawford and J. A. Lepine, “A Configural Theory 
of Team Processes: Accounting for the Structure of 
Taskwork and Team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January 2013): 32–48.

10  了解工作團隊 7

CH10-1.indd   7 2018/5/14   下午 01:22:35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Chapter  11
溝通

CH11-1.indd   1 2018/5/14   下午 01:37:35

著
作
權
所
有
　
侵
害
必
究



人人都在使用社群媒體！好啦，就算

不是全部，至少比例也極高：美國民調機構

Pew Research Study的一項研究發現，成

年人使用社群網站百分比最高的國家是以色

列，有 53%，其次是美國的 50%，俄羅斯和

英國為 43%，以及西班牙 42%。

商務就是社交，而利用員工的社交接

觸以增加業務，一直以來都是行銷上的一

個面向。組織若不懂得善用員工的社群媒

體，無疑等於錯失擴大業務及強化力量的機

會。例如，Honda員工以前只能告訴 30個

朋友 Honda最棒，但現在可以告知 300個

Facebook上的好友及 500個 Twitter上的追

隨者公司最新款的汽車。員工活用社群媒體

對企業的收益會有重大正面影響。

監控員工的社群媒體可以強化組織力

量，找到優秀人才。管理者可以尋找潛在

線上名人（部落格常客和有很多追隨者的

Twitter用戶），進一步接洽建立合作品牌。

另外，仔細觀察社群媒體活動也可協助雇主

偵測問題。例如，某名員工遭到開除而變得

暴戾，先前持續監控該員工社群媒體貼文的

主管就能及早偵察到警訊。監控員工社群媒

體活動的人資部門，或許可藉此發現重大的

濫權問題，並透過公司的干預政策協助該名

員工。

而求職者的社群媒體曝光率則可以對公

司人員招募及留用決策提供額外資訊。實際

上就員工評量標準而言，在職者和應徵者之

間並沒有什麼差別—不論上班還是下班時

段，同樣都是個人的行為表現。

監控社群媒體的雇主還可能因而找到，

利用個人平台發布負面消息或洩露機密資訊

組織追蹤求職者及員工的社群媒體可說

是利少弊多。管理者或許能透過個人的線上

活動進一步了解對方，而組織也能從員工貼

文掌握一些好的輿論，但是卻無法逃脫這種

侵犯隱私的責任風險。管理者通常並不專善

於監控、解讀及回應員工的社群媒體貼文，

且鮮少有將媒體運用至商業上的任何經驗。

管理者也可能很容易誤判他們找到的資

訊。很少公司提供適當使用社群媒體的訓練

課程；只有 40%的公司有某種社群媒體政

策。這些公司無異於在冒極大的風險，因為

監控政策極可能違反隱私權法規。

員工在線上的形象和工作並沒有太大關

聯，不值得企業花時間及金錢監控。大部分

用戶會將社群媒體視為私人娛樂場所，而他

們在 Facebook及其他網站上的會員身分，

應視為和俱樂部會員資格一樣並受到尊重。

就此而論，監控員工社群媒體帳戶，即是以

不道德的方式侵犯其隱私權。

公平就業機會法要求公司在徵募員工

時，不得涉及種族、年齡、宗教、原國籍或

殘疾等因素。但檢查求職者社群媒體貼文的

管理者，經常可以找到該求職者不見得願意

分享的資訊，然後便無法避免該資訊影響聘

僱決定的可能性。因此，搜尋社群媒體可能

使公司暴露於昂貴的歧視求償。

透過公司支持的貼文，利用員工個人社

群媒體作為行銷工具，從許多立場來看都是

不道德的：第一，期望員工透過個人接觸擴

大公司客戶基礎是不道德的；第二，期望員

工在下班後為公司背書是不合理的；而要求

員工提供其社群媒體密碼的作法，更是明顯

侵犯他們的個人生活。

正面 反面

應善加利用員工的社群媒體活動觀點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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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工。基於這個原因，管理者可能有朝一

日，終究必須監控員工的社群媒體貼文，並

對違反公司政策的狀況採取因應之道。事實

上，許多管理者已經這麼做了。

因此，管理者應制定可執行的社群媒體

政策，並建立定期研究及監控社群媒體活動

的企業基礎設施。潛在的業務提升和有限的

責任義務，就是投入人力和時間建立有效社

群媒體計畫所帶來的豐厚回報。

總之，每個人都擁有專業及私人形象的

權利。除非員工在社群媒體合作關係中主動

將公司「加為好友」，否則雇主就不該干涉員

工的個人活動。

資料來源： S. F. Gale, “Policies Must Score a Mutual Like,” Workforce Management, August 2012; R. Huggins and S. Ward,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Adults Who U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A Today, February 8, 2012, 1A; A. L. 
Kavanaugh et al., “Social Media Use by Government: From the Routine to the Critic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October 2012, 480–91; and S. Johnson, “Those Facebook Posts Could Cost You a Job,” San Jose Mercury News, January 16, 
2012, www.mercurynews.com/business/ci_19754451.

小組活動

不使用非語言溝通

將班上同學分成兩部分（A組與 B組）。

11-01　A組同學從下列項目中選出一個主題：

　　　  a. 中東地區的管理模式與北美有顯著差異。

　　　  b. 員工離職對企業而言具有建設性。

　　　  c. 組織內的部分衝突是好的。

　　　  d. 告密者對公司的傷害多過助益。

　　　  e. 雇主有責任提供給每位員工感興趣又具挑戰性的工作。

　　　  f. 每個人都應該去登記投票。

　　　  g. 公司應該要求所有員工定期接受藥物檢測。

　　　  h. 主修商業或經濟者比主修歷史或英文者較能成為好員工。

　　　  i. 在決定個人的職涯成敗上，學歷比所學的東西更重要。

　　　  j. 管理者為了獲得較好的結果而刻意扭曲溝通，是不道德的。

11-02　 B組同學決定在此主題上的立場為何（例如，抱持反對「組織內的部分衝突是好的」觀

點）；此時，A組同學必須自動採取相反立場。

兩組同學為自己的立場辯論，但限制每位成員只能以口語方式溝通，不能有任何手勢、臉

部表情、肢體動作，或是其他非語言溝通。雙方成員可以相互提醒雙手擺放的位置，並維持無

表情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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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辯論結束後，再分成 6∼ 8人一組來討論下列問題：

　　　  a.此辯論過程中的溝通有效嗎？

　　　  b.溝通中存在什麼障礙？

　　　  c.非言語溝通提供什麼效果？

　　　  d.此活動存在的問題，於電話溝通或 e-mail溝通中可能發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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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注意細節就可以發現，當執行

長的人從小就開始擔任領導角色。他們有著類

似的背景，童年遭遇大小挑戰，以及想辦法

找出因應策略。事實上，就在你鄰家附近飲

料店裡，可能便不難看到培育中的執行長。

未來的執行長是何風貌？一切都肇始於

雙親—他們幾乎全是勤勉有成的父母。例

如出版商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執行長

Linda Zecher的父親就創立了許多事業；軟

體公司 Smartsheet.com 執行長 Brent Frei

在父親擁有及經營的 800英畝農場中長大；

Aspera執行長 Michelle Munson的母親是

一位教授，而父親則是家族農場的第五代接

班人。

第二，未來執行長都在責任感中成長。

美國公用事業服務公司 American Water的

執行長 Susan Story在小時候就知道，「不論

情況變得有多糟，都必須努力並承擔起個人

責任，因為沒有人有義務為你做任何事。」而

Frei曾經自述：「我很早就有機會做大事。6

歲時，父親⋯⋯將我放在小貨車上，打上一

檔，然後讓我獨自開回家，當時我 5歲大的

妹妹也坐在車上。」許多執行長的童年都在自

家農場中工作或照顧自己的兄弟姊妹。

第三，未來的執行長在小時候就是成功

的 領 導 者。Harlem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und的執行長 Ruth Rathblott在她七年級

時擔任班長，升上中學後還是一路擔任班

長；雲端影片製作服務公司 Animoto的執行

長 Brad Jefferson曾經擔任高中美式足球隊

四分衛兼隊長，同時也是高年級課堂班長；

而數位機構 Paramore 的創始人 Hannah 

Paramore：「一直都是當家領袖，我在這兒

也當隊長，在那兒也當隊長。」

一切都再明顯不過，執行長起步就

是早！

那些起步早的執行長在成功之後，總有

一些不錯的故事拿來宣揚一番，但這並不意

謂他們就可以代表多數。讓我們來瞧瞧執行

長們青澀年代的其他幾個面向。

第一，我們知道人類許多性格都來自於

遺傳，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 (1)將祖先的

人格特質遺傳軌跡，直接映射到當執行長的

人身上，或 (2)就此斬釘截鐵斷定年少的特

質最終會如何發展。同理，我們也不能說，

若父母親因勤勉而成功，其子女也一定會跟

著成功。事實上呢，Story的父母親在棉花

廠和廢水處理廠工作，而且他們「並沒有很

多錢」。而 Frei的家族農場甚至是「還差一

點點才達損益兩平」。Vitals網站的執行長

Mitch Rothschild評論道：「父母影響子女，

原因出在兒女想跟他們一樣，但也可能是因

為兒女不想跟他們一樣。」

第二，哪個孩子不是在責任感中長大？

沒有耶！即使他們所要做的只是上個學。有

許多執行長是在沉重責任中長大，但也有許

多不是。Munson的父母「強調兩件事，一

件是教育，另一件是參加四健會 (4-H)」。

Zecher「送報打工，加入女童軍，在高中時

參與很多社團和運動」。

第三，認為執行長在年少時就是領導

者的結論是錯誤的。沒在年少時擔任領導者

的人，只是不老把過往經歷掛在嘴上罷了，

不見得註定一事無成。製造商 Trex的執行

長 Ron Kaplan曾經只是一位射擊選手。

Zecher在大學畢業前，毫無任何領袖計畫或

擔任過領導角色。

起步早的執行長有很精采的故事可供媒

體報導，但沒人規定執行長就得起步早。我

們只能說，遺傳和經驗都會影響一個人的發

展，而這些因素和成功執行長之間的關係卻

是錯綜複雜！

正面 反面

執行長早早就起步觀點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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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 Bryant, “A Good Excuse Doesn’t Fix a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4, 2; A. Bryant, 
“Always Respect the Opportunity,”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14, 2; A. Bryant, “Don’t Let Your Strengths Run 
Amok,”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8, 2014, 2; A. Bryant, “Knowing Your Company’s Heartbea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14, B2; A. Bryant, “The Danger of ‘One Size Fits Al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15, 2; A. Bryant, “The 
Job Description Is Just the Star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2014, 2; A. Bryant, “Making Judgments, Instead of 
Decis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4, 2; A. Bryant, “Pushing Beyond Comfort Zon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15, 2; A. Bryant, “Tell Me What’s Behind Your Titl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14, B2; and C. Crossland, J. 
Zyung, N. J. Hiller, and D. C. Hambrick, “CEO Career Variety: Effects on Firm-Level Strategic and Social Novel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no. 3 (2014): 652–74.

小組活動　

何謂領導？

將全班分為 6組— A組：政府領導者（總統、州長、參議員、眾議員、議員）；B組：商

業領導者（執行長、總裁、企業領導者）；C組：學校領導者（班長、非正式領導者）；D組：

運動領導者（隊長、非正式團隊領導者、教練）；E組和 F組：高效能管理者（在職位上展現能

力／效能的管理者）。

12-01　 各組為所分配到的角色找出其定義性特徵；除了個人腦力激盪之外，還要經過多數組員

的認同來決定這些形容詞彙。

12-02　 全班集合，劃出六個欄位，然後將 6組找出的答案一一填入各欄位中。請問：各欄位

清單之間有哪些類似之處？活動結果是否顯示優秀領導者所需具備的特徵條件因分類

（組）而異？又，領導者的特徵與優秀管理者所需的特徵是否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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